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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與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

* 譚樹林（1967-），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英國基督新教牧師， 1807 年受倫敦會派遣來華，

成為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也標誌着基督新教傳華的開始。（1）他在華傳教凡二十五年，卒後

葬於澳門。由於馬禮遜來華時，清政府實行嚴厲禁止基督教政策，無法公開佈道，於是他以印刷

出版作為傳播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手段，藉此把西方近代印刷技術引介到中國，馬禮遜也因此成為

引介西方近代印刷術來華的先驅。這不僅促進了中國印刷出版由傳統向近代的嬗變，而且對中國

近代報刊的創辦、出版機構的建立，乃至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都極具意義。

高贊譽，共生會修士甚至於 1476 年在羅斯托克

（Rostock）城宣言活字印刷術是“一切學識共同之

母”、“教會之輔佐人”，主張說教時“不用口說之

語言，而用手寫之語言”（3）；古典學者Wimpheling 稱

印刷術為“真理與科學之傳佈人”（4）。文藝復興時期，

由於印刷術扮演了非同尋常的角色，歐洲人把它稱

譽為“神聖藝術”（5）。但歐洲人數典忘祖，竟把活字

印刷發明之功歸於谷登堡。實際上，谷登堡的金屬

活字是在北宋畢昇的活字技術基礎上發明的，對

此，以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而享譽世界的英國科學

家李約瑟曾說：

如果說約翰谷登堡在 1454 年前後，對中

國當時業已流傳了五個世紀的印刷書籍一無所

知（甚至也沒有聽到過），那是極難令人置信

的。有些同時代的史料，確鑿地說明他知道這

些情況。也許他對四百年前就發明了活版印刷

的先驅者匠師畢昇知道得要少一些。我們以前

提到過《夢溪筆談》中有關畢昇的著名段落，還

描述了後來王楨所作的活字轉輪盤，⋯⋯但是

使用活字印刷的吸引力，對祇需要26個字母的

拼音文字來說，大大超過涉及53,500個表意單

字和 400 個部首的文字，自不待言。

西方印刷術的早期傳入

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對世界

文明發展和歷史進步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馬克思在

談到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

時說：火藥把騎士炸得粉碎，指南針為資產階級打

開了世界市場，建立了世界範圍的殖民地，“印刷

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

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

杆。”（2）印刷術發明後，即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

佈，東傳日本、朝鮮，南傳越南，西傳中亞、西

亞、非洲，進而在14-15世紀傳入歐洲，受到宗教界

的歡迎，認為其對善行之傳佈頗有裨益。最早傳入

歐洲的雕版木刻技術多用於印刷木版宗教畫。但由

於木版技術在刻版過程中費時費力，不太適合歐洲

的文字特點，而活字印刷技術則特別適合拉丁文種

拼音字母系統，歐洲人通用的拉丁文用26個字母就

足以拼合成所有文句。 1450 年，德國人谷登堡

（John Gutenberg 1397？-1468）在木刻活字基礎上發

明較大金屬活字，同年用來印刷《拉丁文文法》。

1455年谷登堡又鑄出小號金屬活字，印出《四十二

行聖經》，使印刷技藝臻於成熟，遂奠定了現代印

刷術的基礎。谷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印刷術受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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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退一步說，我們也有足夠的證據，說

明中國的印刷和書籍出版，在谷登堡所生活的

年代以前，早已為全世界所熟知和羡慕了。（6）

李氏所言極是。然歐洲人及至葡萄牙人將殖民觸角

伸到遠東，才獲知活字印刷術在遠東地區久已流

行。最早證明此事的是歷史學家Paulo Giovio,他在述

及葡萄牙國王Don Manuel（1495-1521）向教皇萊諾

十世（Leon X）呈獻貢品一事時說：

事之誠為奇特者，則在（廣州）見有活版印

刷匠人印刷關於歷史與神聖典禮之書籍，與吾

人所用之方法同：用極長之（紙）張四折而成。

葡萄牙國王連同大象一頭進呈教宗之書本如

此，教宗曾以此見示。⋯⋯吾人對於吾輩之印

刷（印刷術）曾大呼以為出於神變：孰知尚有他

人在世界彼端之中國，於千年前早已享受此

術。（7）

16世紀中葉以後，隨着來華西人日漸頻繁，對中國

印刷術的介紹逐漸增多，才使歐洲人漸次改變了自

己的謬見。

谷登堡金屬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後，以其具有的

速度快、用料省、效率高、字模易貯存的優點，迅

速傳播開來，到 1500 年半個世紀內已傳遍歐洲各

國。隨妷新航路的開闢，印刷術被傳入美洲新大

陸。 1539 年，西班牙人胡安．巴勃羅斯（Juan

Pablos）在墨西哥城建立了美洲最早的印刷廠；美國

最早的印刷廠是 1638 年在麻塞諸塞州的劍橋設立

的，廠內所需工具和活字由格羅弗（Jesse Glover）牧

師從英國運來。到1690年，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成

為美國最早的造紙和印刷中心。這兩個新興行業的

發展受到科學家和政治家本傑明．佛蘭克林的推

動，而他本人也曾從事過印刷活動。加拿大在18世

紀擁有了印刷業，至此活字印刷術已遍及歐美。（8）

18世紀末19世紀初，基督新教開始其大規模的全球

傳教事業。這樣，作為其輔助傳教重要手段的出版印

刷技術亦隨之傳到世界各地，自然也包括中國在內。

與西方印刷術傳入世界其它地區相比，其傳入

中國較晚，且因印刷術本由中國人發明，所以有人

把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以“外甥回外婆家”比喻。（9）

西方印刷術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8世紀初年，傳入者

為來華的耶穌會士。按16世紀末已有耶穌會士踏足

華土，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應更早些。事實上，在

16世紀末，中國和西方印刷術確有一次交匯機會。

1 5 7 9 年，耶穌會東方視察員、副主教范禮安

（Alexandre Valignani）到達日本，隨後日本在1582

年派遣了赴歐使節。1588年，范禮安和日本赴歐使

節從歐洲帶來的印刷機途經澳門，並停留兩年左右

（1588-1590）。其間還印刷了三、四本書，祇是其中

沒有任何漢字，而且擔任印刷的工匠是日本人而非

中國人。當時的耶穌會士沒有在澳門成立歐洲的印

刷所，更無意將谷登堡的印刷術介紹到中國。1590

年，范禮安和日本遣歐使節從澳門乘船去長崎，歐

洲印刷機和活字則由別的船隻帶入日本。1591年設

在九州島原半島之加津佐的耶穌會學院印刷了第一

本書籍。此後的二十年間，日本耶穌會不僅大量出

版歐文和日文書籍（迄今尚有29種保留下來），而

且用歐洲的方法鑄造了金屬活字。（10）17世紀初因日

本嚴厲禁止天主教驅逐耶穌會士的緣故，這部印刷

機又送回澳門，在停留大約六年（1614-1620）後，

終被轉賣到菲律賓的奧古斯丁修會。（11）

中國這次與西方印刷術的傳入失之交臂，大致

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此時耶穌會士對中國的傳

教尚未打開局面，甚至還沒能進入中國內地。最早

試圖進入中國傳教的是沙勿略。他在日本傳教時，

通過與人辯論，瞭解到中國是一個文明悠久的國

家，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極為景仰，認為“使日本歸

依之善法，莫若傳播福音於中國”，而且“中國乃一

可以廣事傳播耶穌基督教理之國。若將基督教理輸

入其地，將為破壞日本諸教派之一大根據點”，尤

其中國人“皆聰明而多智巧，遠為日本人所不及，

且為習於勞苦之人也。”（12）為此，沙勿略決定離開

日本前往中國，但幾次嚐試未果，卻於1552年12月

死於廣州附近海面的上川島。耶穌會東方視察員范

禮安面對天主教未被中國接納的情形，曾在澳門學

校窗內遠眺中國而大聲呼曰：“岩石！岩石！汝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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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開！”（13）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是羅明

堅（Michel Ruggieri），但其初期的傳教活動無法公

開，且時有被驅逐的危險。此種情形使耶穌會士不

敢冒然在內地設立印刷機構。第二，沙勿略雖最終

未能進入中國傳教，但在上川島窺伺機會時已察覺

到利用書籍傳教的必要性。他在1552年10月22日發

出一封信說：“吾人所見一切著名商賈咸向吾人表

示其歡樂與願望，而盼吾人赴中國，度其意或以為

吾人在我輩之書籍中，傳來一種優於彼等信仰之宗

教，抑或其人嗜好新奇。”（14）這種觀測對於後繼的

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事業影響甚巨。范禮安在此基

礎上認識到：要順利開展對中國的傳教，“最要之

條件，首重熟悉華語”（15）。而要學習漢語，第一步

要有大量中文圖書。1579年耶穌會士抵達澳門，首

先搜集中國書籍。這不僅為傳教士學習中文提供了

方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耶穌會諸傳教士藉此明

瞭木刻版本價值之廉與印刷之易，以及木刻文字所

具有的藝術美感，遂對中國傳統的木刻版印倍加欣

賞。利瑪竇本人對中國的木刻板印術極為推崇，他

說：

他們的印刷比我們的歷史悠久，因為在五

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印刷術，但與西方的有所不

同。中國字的數目極多，不能用西方的辦法，

不過現在也採用一種拼湊法。他們最流行的辦

法，是取一梨木或蘋果樹木板，或棗樹木板，

因為平滑無節，把要刻的字或畫反貼在上面。

然後細心把紙拿開，留在木板上的祇有字迹。

最後用刻刀把字迹和字外的地方挖深，祇讓字

迹或畫迹凸出。用這樣的木板想印多少張就印

多少張。這種辦法為中國字相當容易，因為常比

我們的字大；西方文字用這種方法就不易了。

至論速度，我覺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與

校對一張所用的時間，與中國工人刻一塊版所

用的時間不相上下，也許中國工人用的時間還

少一點。所以印一本中國書比一本西方書的費

用較低。中國人的辦法還有一個優點，即木版

常是完整的，何時想印就印；三四年後，也能

隨便修改；改一個字易如反掌，改幾行字也不

甚難，祇需把木版加以裁接。故此在中國才印

了許多書，每人在家都可以印，從事刻板的人

數極多。一本書的版刻好後，印起來就不再需

多少費用了；就像西方刻過的幾本書一樣，想

要多少，家僕就能印多少。（16）

葡萄牙籍耶穌會士陸若漢（J.Rodriguez）先到

日本傳教，後因日本禁教而被驅逐出境， 1614 年

避居澳門，同年進入中國內地。 1616 年“南京教

難”時，陸若漢再返澳門。雖然他沒能在中國內地

開展教務，卻曾三次參與明廷赴澳購買西洋大炮的

行動，對西洋火器輸入中國貢獻頗巨；並利用僅有

的一次與朝鮮使臣鄭斗源、李榮厚會晤的機會，把

西炮及火器傳人朝鮮。（17）他在描述日本印刷時順

便介紹了中國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他說：

日本人也有中國人使用的三種印刷法。中

國人一般最常用的第一種印刷法是：使用木

板，它的大小一面相當於一頁。所書寫的節、

章、句讀點與其它所有內容一起，在板上用以

下的方法極其巧妙且容易地雕刻。首先在書籍

所需要的大小的一枚紙上，根據種類和不同的

排列需要，用非常漂亮的文字書寫，又加入必

要的行、空白和其他內容。把這張紙在前述的

板內反面貼上，用工具把沒有寫字的部分整個

切除，在板上祇留下黑字寫的文字。這樣使用

鐵製工具，簡直像我們的印刷法、排活版一

樣，在板上是雕刻的文字。又日本人對這種技

術非常熟練，製作容易，與我們在一頁紙上用

活字排版的時間幾乎相同，他們也在板上截成

一頁。⋯⋯又，一部書使用舊以後，可以再度

印成同樣的書。⋯⋯又如，板上有任何錯誤的

話，可以極為容易地修訂，想改變的地方也可

以改變。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有用自己的

費用雕版、印刷書籍並出售的經營者。

第二種印刷方法有用木頭作的，又有用金

屬鑄造的各個獨立的文字。用我們相同的方

法，把這些文字組合之後，用上述第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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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之後，又拆散那一頁，選文字，當必要再

次使用時，預先放到原來的盒子裡去。（18）

也許基於這種認識，從日本送回澳門的歐洲印

刷機雖在此停留六年，最後轉運至菲律賓而未進入

中國內地。這樣，來華的其它修會傳教士在中國出

版的中西文著譯，都以雕版或木活字印刷，而沒有

使用谷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術。所以，耶穌會士雖

然引介許多近代科技到中國，卻不包括谷登堡的印

刷技術在內。直至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在中國從事印

刷的初期，仍堅持使用木刻板印，甚至跟貶抑中國

木刻而譽揚賽蘭坡活字印刷的馬士曼發生爭執，為

中國傳統的木刻板印辯護。（19）當然，耶穌會士在西

方印刷術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並非毫無功績，西方印

刷術的凹版蝕刻銅版技術即由耶穌會士傳入中國。

康乾年間，兩次採用西法測繪全國地圖，分別製成

《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侍奉於宮廷之

內的耶穌會士張誠、杜德美、蔣友仁等發揮了重要

作用。蔣友仁還負責將《乾隆內府輿圖》製成銅版。

在此時期，已有華人在傳教士指導下將中國地圖鋟

為銅版。此外，康乾年間，侍奉宮廷的耶穌會士畫

家創作許多畫，包括風景畫和人物肖像畫等。為使

其能長期保持本色，鑒於歐洲先進的印刷技術，許

多畫家如郎世甯、王致誠、艾啟蒙等的作品被送往

被乾隆帝認為印刷工業最發達的法國鋟為銅版。

1766年秋天和1767年7月，兩期共有16幅〈武功圖〉

送往法國。按當時合同規定，這些〈武功圖〉由刻工

雕成銅版，印刷一百套後，連同銅版一起寄還中

國。實際上，承印方並未完全遵守合同，所印套數

遠不止此數。1772年12月，有七幅〈武功圖〉的銅

版寄至北京。乾隆帝命蔣友仁置備新印刷機，於

1773年春在北京印刷上述七版新圖。乾隆帝此舉最

初是為了節省印刷經費和顯示民族自尊，卻由此導

致西方的凹刻銅版印刷術傳入中國。1786年11月13

日，法國遣使會傳教士晁俊秀在致國務大臣貝爾坦

的信中說：“印刷器具在汪洪達神甫所，彼樂於移

交若瑟修士。諸物保存與新到時無異。先以為字模

已失，後在紙包中發現。其人多技藝必定有所成

就，而能利用此類印刷器具。”信中所提印刷器具

原屬在北京的耶穌會士，若瑟即遣使會傳教士巴茂

正（Joseph Paris ），為時計師兼機械師，諳熟印刷

技術。按在華耶穌會於1775年11月解散後，北京傳

教事業由法國遣使會接辦，巴茂正又諳熟印刷技術，

參加若干中國圖書印刷應屬可能。綜上可知，至少耶

穌會士曾在北京進行新版印刷事業，祇是此時印刷術

應用的範圍局限於宮廷之內，僅為康熙、乾隆皇帝服

務，在社會上並未產生多大影響。（20）直到 19世紀

初，隨着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凸版、平版、石印等

新技術、新設備才由新教傳教士傳入中國，並逐漸

取代了我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圖技藝，改變

了中文圖書的複製和生產技術。

馬禮遜傳入西方印刷術的原因

馬禮遜是引介西方近代印刷術來華的先驅。他

之所以在中國引介西方印刷技術，既是基於基督新

教視出版印刷為傳教重要輔助手段的傳統識見，也

與當時中國的政教環境有關，同時也是為了與浸信

會設在印度賽蘭坡印刷所的競爭。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伴隨妷歐洲資本主義的

海外殖民擴張，歐洲新教國家展開大規模的全球傳

教事業，接踵成立的海外傳教團體均把出版印刷視

為皈依異教徒的重要輔助手段，1795年成立的倫敦

會自然亦不例外。1804年，倫敦會決定設立中國傳

教團後，即多方打探在中國從事中文印刷的可能

性。最早主張在中國通過印刷中文《聖經》來傳播基

督福音的人是英國新教牧師摩士勒。他在1802年出

版的《關於在中華帝國印刷及發行中文《聖經》的重

要性和可行性》一書中，回溯了耶穌會士在華傳教

歷史和他們的印刷經驗，提出新教傳教士應把《聖

經》譯成中文，作為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工具。

這引起倫敦會理事會的關注，曾就此與摩士勒聯

繫。（21）此外，倫敦會還派一名理事寫信給檳榔嶼的

英國商人史考特（William  Scott），向他探詢當地華

人社會的有關情況，其中即包括中文印刷問題。史

考特曾回信答覆，認為木刻板印是中國唯一的印刷

方法。（22）史考特的答覆雖非十分準確，但木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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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出版印刷中一直居於主流確為事實。倫敦會

決定馬禮遜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學習中文，翻譯《聖

經》，意即以從事中文出版印刷為主。

馬禮遜來華後，於學習中文之餘，對中國的印

刷與出版情況非常關注。也許受史考特觀點的影

響，來華初期他對中國傳統的木刻極為贊賞，一再

向英國詳細報告木刻的好處。在他看來，在中國使

用板刻具有以下優點：可節省排版的工夫與錯誤；

刻字比鑄字便宜；刻板耐於刷印更甚於活版耐于壓

印；刻板用後耐於儲存，想印時可以隨時再印。（23）

在1815年以前，他所有的中文著譯都是木刻板印，

藉此可以識見他對中國木刻板印的欣賞。正因他認

為木刻板印有這些優點，所以當馬士曼貶抑木刻

版，頌揚賽蘭坡的鉛字活版時，馬禮遜從五個方面

逐一加以駁斥。（24）但馬禮遜對木刻板印的態度最

終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國的政教環境是一個重要原

因。

清朝自康熙末年以降，採取嚴厲的禁止基督教

政策。雍正登基後，因天主教士曾參與同雍正敵對

的胤 集團圖謀皇位的宮廷爭鬥，雍正對傳教士更

加忌恨、厭惡。他的堂兄弟蘇奴因與天主教傳教士

一道支援立胤 為太子，結果被雍正全家治罪，幾

至滅門。蘇奴事件是雍正遷怒於天主教傳教士的結

果。由於雍正禁教，全國有三百個教堂被沒收，改

為穀倉、關帝廟、天后宮或公廨及書院。1722年法

國耶穌會士宋君榮在給羅斯城主教的信中也描繪了

這樣的情景：“教堂已成廢墟，教徒已鳥獸散，傳

教士被驅逐並集中到廣州——中國唯一開放的口岸，

不許進入內地，天主教本身幾乎遭到禁絕。”（25）

1735年乾隆登基後，對待天主教的態度頗似其父，

堅信中國人一旦改奉天主教就會被西方控制，清廷

法令就難以推行和貫徹，清朝的統治就難以維持。

鑒於此，乾隆在1736、1737、1746年進行了三次大

規模迫教行動。無怪錢德明在談到乾隆帝的仇教時

這樣說：“自傳教士來中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皇

帝像乾隆這樣利用過他們服務。然而，也從來沒有

一個皇帝像這個皇帝這樣虐待他們，並對他們傳播

的天主教頒佈過最可怖的禁令。”（26）

乾隆之後，即位的嘉慶帝亦屢頒禁教令，不僅

禁止公開佈道，印刷宗教書籍亦為清廷所嚴懲。

1805年4月，嘉慶帝批准御史蔡維玉的奏請，嚴禁

西洋人刻書傳教，“嗣後着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

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毀”（27）。

1812年，嘉慶帝再次頒諭：“自此以後，如有西洋

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及有

滿漢人等受西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

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

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

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28）這樣，馬禮遜的印刷

活動屢受中國官方干擾：1815年夏，東印度公司為

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委託一家刻字行刻字被

南海縣署捕役察覺，結果工匠被逮捕，一些活字被

沒收；1817年2月，中國官兵闖進澳門東印度公司

印刷所，抓走一名中國廚伕，搜去一箱圖書與活

字。馬禮遜以東印度公司名義向廣東巡撫提出抗

議，答覆是印刷所不允僱傭華人助手或印工；而他

屢次偷運華人印工去馬六甲，亦因中國官府阻撓而

失敗，這引起馬禮遜的極為不滿。另外，他對中國

印工的操守也存懷疑：1810年9月，馬禮遜擬刻印

《使徒行傳》，讓其頗為信任的印工蔡軒聯繫印坊

時，蔡軒竟欺騙馬禮遜而讓其付出高價。（29）在這種

情況下，馬禮遜轉而尋求技術上不必更多仰賴華人

工匠的印刷方式，決定採用活字印刷。早在1815年

10月，馬禮遜就建議在馬六甲的米憐雕造兩萬活字

備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仍以木刻印刷，但

1820年5月份最末的〈新聞篇〉卻是以活字排印，這

從米憐“時或以活字排印〈新聞篇〉附《察世俗》之

後”（30）一語可得到印證。

與浸信會賽蘭坡印刷所馬士曼等的出版印刷事

業進行競爭，也是促成馬禮遜引介西方印刷術來華

的原因之一。浸信會成立於1792年，是英國乃至歐

美國家成立的第一個基督教海外傳教團體。雖然其

最初的傳教地並非中國，但無論從傳教還是經濟利

益均對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和基督教會具有十分巨大

吸引力的中國還是引起他們的極大關注。據悉，浸

信會的創始人威廉．卡瑞最初在提倡海外傳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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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中國包括在內。（31）卡瑞到印度後，為免於英國

當局的壓迫，祇好避居加爾各答鄉村，這段隱遁經

歷使他意識到出版印刷對於傳教的重要性。他購買

一台舊印刷機，僱傭一名鑄造活字的印刷技工。

1799年 10月，受其感召而來的馬士曼與華德到達

後，卡瑞偕二人旋往當時尚屬於丹麥殖民地的賽蘭

坡建立佈道站。三位傳教士分工負責，卡瑞主要從

事將聖經譯成各種印度方言，馬士曼則主持學校教

育，印工出身的華德負責印刷所，1801年即印刷出

版了孟加拉文《聖經．新約》。1803年，英國浸信

會總部命令卡瑞等人設法瞭解中國。在該年浸信會

的報告中已提到賽蘭坡將鑄造包括中文在內的九種

語文活字。此外，威廉堡學院的譯經計劃也促使卡

瑞、馬士曼等關注中國。威廉堡學院由英國駐印總

督韋爾斯利（Marques  Wellesley）於1800年在加爾

各答建立，開設的課程包括印度各種方言。學院專

設一系負責《聖經》翻譯，並聘拉沙為中文教授負責

將《聖經》譯為中文。1804年，擔任學院副院長的孟

加拉省英國國教首長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因英

國印度殖民地版圖已與中國西藏接壤而認識到培養

中文人才的重要性，決定開設中文課程。在該計劃

未能實現的情況下，布坎南決定自費請拉沙翻譯

《聖經》，讓他在學院中開課，並建議浸信會傳教士

學習中文以便從事《聖經》翻譯。傳教士們接受建

議，由馬士曼和他的兩名男孩及卡瑞的兒子一起向拉

沙學習中文。1804年，卡瑞等就宣佈將把聖經譯成多

種東亞文字，中文是其中之一。（32）

大約自 1805 年起，馬士曼開始跟拉沙學習中

文。由於他頗具語言天賦，中文學習進步神速，很

快即掌握了中文。在學習中文的同時，馬士曼嚐試

製作木活字。早在1805年時馬士曼就曾經以木板刻

印過聖經創世紀和馬太福音的樣張。大約從1808年

初開始，為出版《論語》，馬士曼聘請一位華人“藝

術家”，監督孟加拉土著雕刻中文活字。其方法是

先整版雕成，逐行鋸成長條，再和《論語》英譯鉛字

間行排印，每一個漢字配以相應的英文字。因為中

文木活字很大，英文鉛字間留空很多，結果造成紙

張浪費。馬士曼跟拉沙學習中文一年後，二人即開

始合作翻譯《聖經》。1810-1811年，相繼譯出《新

約》第一章〈馬太福音〉和第二章〈馬可福音〉並予

以出版。但這兩個譯本均是用中國傳統的木刻雕版

印刷，裝訂亦採用中國式的線裝本。

正是在雕刻印刷過程中，馬士曼感到中國傳統

的木刻雕版印刷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價格昂貴，且

木活字容易損壞，於是馬士曼接受跟他學習中文的

一個少年的建議改用鉛活字。因此，從1811年起，

賽蘭坡印刷所開始鑄造鉛活字，不久即研製出兩副

中文鉛活字，但祇鑄造常用字部分，非常用字仍用

手工雕刻。可惜的是，這些活字因1812年印刷所發

生火災被焚燬。但災後迅速重鑄重刻，加上印工出

身的傳教士勞森的加入，很快便得以完成。（33）1813

年，馬士曼與拉沙又譯出《新約》中的〈約翰福音〉，

已改用鉛字活版印刷。這實際上是近代應用鉛字活

版印刷術印出的第一本中文書籍。馬士曼十分稱頌

賽蘭坡中文鉛活字的優點，認為鉛字活版印刷不僅

字型美觀、清晰、持久耐用，而且省卻了木刻雕版

印刷的諸多不便，可以隨時根據需要增刪字詞，並

可多次重複印刷，成本較低，比雕刻印刷省費甚

多。他通過計算得出，如果在賽蘭坡同時以活字和

木刻兩種方式印刷聖經，活字從鑄字開始到出版的

費用，僅有木刻的四分之一。（34）

馬士曼的說法廣泛刊登在賽蘭坡印刷所的出版

物和英國浸信會的刊物上，甚至基督教界發行最廣

的刊物《傳教雜誌》（The Evangelical Magazine）也

加以轉載。（35）這無疑給倫敦會及在華的馬禮遜震動

極大。因浸信會和倫敦會同為英國新教的海外傳教

團體，它們需要及時向英國社會報道其傳教事業的

進展，來維繫英國民眾對傳教的支援熱忱和獲取民

眾源源不絕的捐獻。1800年以後，浸信會至少已有

《浸信會雜誌》（The Baptist Magazine）和《浸信傳教

會定期報導》（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兩種刊物來報導浸信會

各佈道站的消息。賽蘭坡佈道站自1809年起，亦經

常而不定期地出版譯印《聖經》紀要，宣揚各種語言

《聖經》版本的進展。而倫敦會對遠東傳教情況的報

道，除傳教士發回的報告外，祇有1817年5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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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六甲的《印支搜聞》；由於清政府的干預，馬禮

遜在中國大陸的出版自難以與馬士曼相比。在這種

情況下，如何改變倫敦會與浸信會在出版印刷上的

不利局面，以贏取英國民眾對倫敦會在華傳教事業

的更大支持，顯得極為關鍵。為此，倫敦會同意了

馬禮遜提出的建立恆河外方傳教會的計劃，以開辦

學校和從事出版印刷作為傳教手段。由於木刻板印無

法印刷中英文夾雜的書刊，馬禮遜嚐試鑄造中文鉛活

字，從此開始了他把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的歷程。

馬禮遜傳入的西方近代印刷術

一、馬禮遜之前西方人對中文活字的研製

製造中文鉛活字是將西方印刷術應用于中文印

刷業的重要步驟。因此，研究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

瞭解西方人研製中文活字的歷史是非常必要的。

新航路開闢以後，隨着中國與西方交流的日益

頻繁，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的瞭解

逐漸增多。從16世紀中葉始，許多西方人為學術研

究、貿易以及傳教的需要而嚐試研製中文活字，不

少著作已出現了印刷的漢字。 1565 年刊行的加戈

（Gago）的信中已有“天”、“人”、“月”、“日”、

“璽”、“魂”六個漢字，其中，“魂”字排倒，顯

然證明是活字排版。1585年出版的門多薩《中華大

帝國志》也附有數個漢字。（36）1663年，義大利人卡

拉姆艾爾（J. Caramuel）把他贈予基歇爾的漢詩刊刻

在自己的著作中，此為歐洲用銅版印刷漢字之始。

1667年，德國學者彌勒（A.Mueller 1630-1694）為研

究漢學雕刻了3,824個大號中文木活字及少量滿文活

字，這可能是西方人製造的最早的木活字。他還著

有《中文活字術》，論述歐洲印刷術起源於中國。他

是歐洲第一個試圖用中文活字來印刷漢學著作的

人。（37）18世紀後，法國逐漸成為歐洲漢學研究中

心，中文活字研製的成就蔚為大觀。漢學家傅爾蒙

（E. Fourmont）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他奉法王路易

十四之命向當時寓居法國的福建莆田人黃嘉略學習

漢語（38），以編纂漢學書籍字典。黃嘉略去世後，

傅爾蒙繼續編纂《漢語語法》和《漢法字典》，1715

年開始雕刻40點（16mm）的漢字。1719年將《漢

法詞典》部首214個公佈於世，後欲刻十萬字以上的

活字，但據馬若瑟給傅爾蒙的信函可知，最終祇刻

印了二萬五千個漢字。（39）儘管如此，這仍是當時歐

洲最大規模的活字印刷事業。此外，18世紀法國在

華耶穌會士發回許多信件，以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

士的工作為基礎編纂而成的《耶穌會士紀要》一書，

第一卷於1776年在巴黎出版，書後附有中文字體多

種。 181 3 年，法國漢學家小德經（C .  L .  d e

Guignes）受拿破侖之命，在巴黎出版漢、法、拉丁

文合排的字典《漢字西譯》，這是當時歐洲有關中文

與法文及拉丁文對照的大型字典，它使用了巴黎研

製的大號中文活字，總計 13,316 個。（40）

儘管西方人早期研製的中文活字尚嫌稚拙，但

卻為19世紀初基督新教傳教士研製鉛活字印刷打下

了一定的基礎。

二、馬禮遜與鉛活字印刷

馬禮遜在中國的印刷，經歷了一個從木刻板印

到鉛活字印刷的轉變過程。在其來華初期，他對中

國傳統的印刷技術極為欣賞。1813年，回英國休假

的喬治．斯當東給他寄來一份中文鉛字樣本與價

格，他對此仍沒有理會。（41）在1815年以前，他所

有的中文著譯都是木刻板印。但從1815年始，馬禮

遜的態度由木刻板印轉向鉛鑄活字印刷。

馬禮遜來華前，倫敦會在訓示中交給他們的任

務是學習中文，編纂字典和把《聖經》譯為中文。馬

禮遜來華的第二年即1808年初，便開始邊學中文邊

從事編纂字典。他編纂的速度很快，到 1808 年 7

月，已經著錄了5000個字，包括例句與對應的英文

單字在內。但編成後如何出版，卻又成為一個問

題，因《華英字典》需中英文夾排，但在19世紀初

的英國，還沒有印刷全書都是中英文夾排的經驗。

而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顯然大量細小的英文字

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採用拼接的方

法，雕版既無法和鉛活字拼接，又不能採用機械化

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祇有同時採用鉛活字

來排中文。正當馬禮遜為此一籌莫展時，英國東印

度公司辦事處大班羅伯茲（John W. Roberts）決定贊

助馬禮遜編撰《華英字典》。羅伯茲此舉固然幫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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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個人，其實也是為東印度公司自己的利益着

想。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商務貿易極為密切，但由

於中國政府禁止外人學習中文，又不准中國人教外

國人學習，使其長期以來為中文人才的缺乏而困

惑。而羅伯茲有過從華人短暫學習中文的經歷，深

知學習中文的重要性和困難性，這當是他願意贊助

馬禮遜編纂字典的一個原因。祇可惜羅伯茲於1813

年死於澳門，所幸繼任的大班愛芬斯頓（John F .

Elphinstone）對此事亦十分支持。為免將來因人事變

動而影響這項計劃，愛芬斯頓便讓馬禮遜正式向公

司申請。1812年11月，馬禮遜遂向公司提出申請，

在申請書中提到字典將分成三部分：1）按字母順序

排列的中文與英文部分；2）按部首順序排列的中文

與英文部分；3）英文與中文部分。關於印刷，馬禮

遜認為在中國印刷比起送到英國或孟加拉要方便經

濟，中文刻字和校對也容易解決。因此，他建議總

部自英國派遣兩名印工，攜帶一台印刷機及紙張、

活字等前來中國。（42）

愛芬斯頓把馬禮遜的請求轉呈董事會時，亦極

力推薦馬禮遜的計劃，“他認為歐洲各國長久以來

迫切需要一部廣為流通的中文字典，英國東印度公

司如能促其實現，將為公司帶來贊助知識的文化美

譽。不但增進英國對於中國的瞭解，也可能促進中

國對於英國人刮目相看，從而有助於公司對華的貿

易。”（43）愛芬斯頓巧妙地把這部字典和國家榮譽與

東印度公司的利益連接在一起，強調這部字典在政

治商業利益上的實用價值，終於打動了東印度公司

董事會。1814年4月，僱傭一名印工湯姆司（Peter

Pering Thomas）帶着一台印刷機和一副活字等設備

搭船來華，於1814年9月到達澳門建立印刷所。在

經過嚐試後，發現中英文都以金屬活字印刷的效果

比雕版和活字並用要好得多。經馬禮遜建議，由湯

姆司製成鑄模用以製造活字柱體，柱體上面以人工

逐字雕刻中文的工作則僱傭華人刻工，漢字高度大

小以配合英文活字以便印刷。這樣便可避免以前因

中文活字大、英文活字小並排而造成的紙張浪費。

這套鉛活字鑄成後，首先排印了馬禮遜譯自嘉慶皇

帝上諭的《中文原本翻譯》（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和德庇時（John F. Davis）翻譯的

李漁小說《三與樓》（San-Yu-Low）。兩書在1815年

2月一個月內完成，成為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刷的最

早的印刷品。

1815年2月，《華英字典》開印。考慮到篇幅較

大且又未完稿，遂決定採取分批印刷出版的方式，

整部《華英字典》共分四十批，第一部分佔二十批，

第二、第三部分合佔二十批。1816年1月印好第一

批；因馬禮遜作為阿美爾士德使節團的中文翻譯前

往北京而耽擱了印刷，第二批直到1817年3月才印

好。如前所述，第一部分第一冊出版後，由於馬禮

遜改變了出版次序，第二部分第一冊於1819年10月

出版，第二冊於1820年2月印完，第三部分於1822

年3月印好。1822年4月，馬禮遜完成第一部分的第

二、第三冊，至1823年4月9日，第二、第三冊也已

印畢。至此，經過八年時光，整部《華英字典》終於

完成出版。《華英字典》共印刷750部，除東印度公

司留用100部外，其餘650部都贈與馬禮遜，以表彰

其編纂字典的辛勞與智慧。（44）國內一些出版史著作皆

云《華英字典》共印刷600部（45），但不知其論所據。

有人認為由湯姆司鑄造的這批鉛活字是“中國最

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第一批中文鉛合金活字”（46）。這

種說法不夠準確，因為賽蘭坡印刷所馬士曼鑄造的

中文鉛活字，實際上早於湯姆司的這一套。若說它

是中國最早的第一批鉛合金活字還是可以的。關於

這批鉛活字的數量，馬禮遜、湯姆司沒有留下確切

的說明，馬禮遜祇是估計需要八萬至十萬個。何步

雲和張秀民、韓琦都認為有大、小兩副字模，總共

雕刻二十萬個以上的活字。（47）但葉再生認為，“在

適當考慮重複使用的條件下，估計要刻漢文活字十

萬枚左右”（48）。對上述諸說，汪家熔提出不同看

法，他首先分析了“一副字”的概念，認為“就中文

鉛字講，應該包括常用字、最常用字、簡用字、罕

用字。最常用字有哪幾個，每字應該準備多少；常

用字有哪幾個，每字準備多少個；罕用字哪些是應

該預備活字的，這樣才能稱之為一副字。不言而

喻，一副字還包括大小、字型的一致”，尤為關鍵

的是，“製備一副字，必先從編訂一份字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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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製備一副字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前已述

及，湯姆司1814年9月才到達澳門，而《華英字典》

1815年2月即已開印，實際可供準備的時間僅有三

個月，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不可能製備一副字。因

此，他認為湯姆司等並沒有製備一副字的活動，而

是採取“用到甚麼字刻甚麼字”、“隨用隨刻”的方

法，並計算出為印刷《華英字典》所刻鑄的漢字為十

二萬一千個。（49）綜觀諸家所言，當屬汪氏之說最為

可信。除《華英字典》外，這批鉛活字還曾用以印刷

多種書籍，1856年廣州動亂時被毀。（50）

過去有學者認為，馬禮遜在1814年收刻工蔡高

（也稱蔡亞高）為徒後，“乃遣助手米憐及蔡高二人

同往馬六甲，設立印刷所，至1819年始印成第一部

《新舊約中文聖經》，華文之用歐式活字書報，即始

於斯時也”（51），即主張中國採用鉛活字機械化印刷

始於 1819 年。但此段引文有幾處與事實不符：首

先，關於蔡高是否曾赴馬六甲，〈中華最早的佈道

者粱發〉一文有如下記載：“此事（52）發生之前二年，

馬禮遜先生也曾因印行他的《英華字典》〔指《華英

字典》〕而受官廳的干涉。馬禮遜先生的那件事情，

是因為當時有幾個印刷工人因事口角，其中一人因

為要向他的對方報仇，就把那印書的事情報告縣

署，縣署得到報告後，就立刻派人來逮捕印刷工

人，把印刷工人和印版一併解官；至於印機和鉛

字，因為那些是東印度公司的東西，所以未被攫

去。當地總督下令，以後中國工人不得協助外人印

刷中文書籍文件。當時蔡亞高和他的長兄聞風逃

逸，未被捕去。”（53）據此可知，蔡高並未赴馬六

甲，而是留在澳門為馬禮遜刻製漢文鉛活字以印刷

《華英字典》，實際上隨米憐去馬六甲的是梁發；其

次，到1819年，馬禮遜和米憐確已譯完了包括〈新

約〉和〈舊約〉在內的全部《聖經》，卻一直拖到1823

年才正式出版，取名“神天聖書”，凡二十一卷，為

木刻雕版印刷，大英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倫

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均有

收藏。可見，這套《聖經》既非上述的1819年印成，

亦非以“歐式活字印刷”。

馬禮遜和米憐堅持以木刻雕版印刷《聖經》，並

不像有些著作所說馬六甲印刷所“祇有英文和馬來

文兩付鉛字，並無中文鉛字”（54）。實際上，早在

1815年10月，馬禮遜就曾致函在馬六甲的米憐要他

雕造兩萬活字備用。據庫壽齡的研究，米憐確曾讓

刻工嚐試刻鑄活字，他們的中文鉛活字是一個一個

地刻在金屬合金上的（55），祇是他們具體刻鑄了多少

枚漢文活字，庫壽齡沒有提及，估計不會很多。此

外，1816年6月，馬禮遜曾委託湯姆司在澳門監督

中國工匠雕刻九千餘個金屬活字，於1817年運到馬

六甲，但僅用以排印英文書刊內夾雜的中文，而中

文月刊報紙《察世俗》則一直採用木刻板印。至於

《聖經》的印刷，馬禮遜明確表示：“我仍將使用木

刻。”（56）馬禮遜和米憐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

因為他們認為中文木刻遠比活字整齊美觀，頗有助於

吸引華人注意出版物的內容文字。當然，馬六甲印刷

所擁有的中文鉛活字數量太少可能也是一個原因。正

因如此，倫敦會於1827年決定派戴爾（S. Dyer）到馬

六甲印刷所專門從事中文活字的製造工作。戴爾因故

到 1835 年才到達馬六甲，經過他的勤奮工作，於

1838年發明了用鋼衝壓製造中文活字字模的方法，從

而加快了鑄造中文鉛活字的速度。所以，有人推測

“馬氏譯的《聖經》，在馬氏生前（1834年前）是否全

部由活字印行，尚是疑問”（57），確然如此。

總之，《華英字典》及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同

時出版的幾部書是中國最早採用鉛活字排版機械化

印刷的出版物。西方鉛活字凸版印刷技術從此被引

介到中國。

三、石印技術的傳入

石印是石板印刷的簡稱，屬於平版印刷之一。

石印術的發明者是捷克人 A ．塞內菲爾德（Alo i s

Senefelder，1771-1834）。他出生於布拉格，早年曾

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法律。他頗喜愛藝術，喜

歡作曲，因所作之曲無錢用雕刻銅版印刷，就嚐試

自己刊印樂譜，於1796年發明石印術。其方法是：

石印時，以天然多微孔的石油石作為版料，用脂肪

性的轉寫墨直接將圖文描繪在石板面上，或者通過

轉寫紙轉印於石面，根據水油相拒原理，經過技術

處理製成印版，印刷時，用水潤濕版面，祇有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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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能附着油墨。

石印術發明後，因其技術簡便易行成本低廉而

得以迅速傳播。19世紀30年代，石印術傳到亞洲。

關於石印術傳入中國，賀聖鼎在〈三十五年來中國

之印刷術〉一文中寫道：“吾國之有石印術，發軔於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刷所，時在光緒二年，前此在

寧波之花華聖經書房顧亦達氏亦曾擬移植石印於中

國，然未見諸事實。”（58）按光緒二年為西元 1876

年，意即賀氏認為西方石印術傳入中國是在 1876

年。實際上，賀氏所說的1876年，石印術在中國已

盛極一時，而其初傳中國則要遠遠早於這個年代。

在19世紀初，伴隨基督新教傳教士的來華，石印術

就被引介到中國。它的引介者即為第一位來華的新

教傳教士馬禮遜。

1807 年馬禮遜來華後，面對清政府的禁教政

策，他把出版印刷作為傳播基督教義的重要手段，

但出版印刷亦為地方當局所嚴禁：不准外人僱傭華

人印工、刻工；隨時查禁印坊，沒收、銷毀印版及

活字，甚至刻工因懼禍而自行將字模毀壞的現象屢

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馬禮遜考慮，如能有一種

方法通過鑄版將每書複製多版，存放各處，需要時

即進行印刷，這比在廣州將書印成後再運往各地要

方便得多。而當時在英國已較為盛行的石印術正可

適應馬禮遜的這個需求。

1823年，馬禮遜來華十六年後首次回國休假。

他在英國到處發表演說，努力為傳教事業做宣傳。

在這一過程中，他接觸到了石印技術。前已述及，

石印術發明人塞內菲爾德曾在英國留學，1800年由

塞氏本人親自把石印術傳入英國。1819年，塞氏所

著《石版印刷術》一書的英譯本在英國出版，帶動英

國興起一陣石印高潮。馬禮遜此時還結識了英國當

時的著名古文物專家費舍爾（Thomas Fisher），費舍

爾是石印技術的積極提倡者，他常在報刊上發表文

章，鼓吹石印技術。費舍爾對石印術的觀點無疑給

馬禮遜很大影響。1825年，倫敦會出資出版馬禮遜

的《中國雜記》（Chinese Miscellany），其中即附有

十二幅中文石印。這次經歷使馬禮遜決定把石印技

術應用到中文印刷上。1826年9月，馬禮遜重返中

國時，便自費購買一部石印機帶到中國，石印技術

從此被引介到中國。

馬禮遜在華的石印活動，主要由他的兒子馬儒

翰會同中國印工進行。1826年11月14日，馬禮遜由

華人助手阿才（Atsow）執筆、他的兒子馬儒翰印

刷，進行了中國的第一次石印活動，不過這次不是

文字，而是一幅山水畫。（59）此外，還石印了一些傳

教單張。但這次石印沒有持續下去，因為馬禮遜仍

忙於東印度公司的事務，無暇顧及石印，馬儒翰亦

在此時離開澳門去馬六甲，這次石印嚐試遂告停。

直到四年後的1830年，馬儒翰從英華書院畢業重返

中國，馬禮遜的石印活動才重又開始。1831年2月，

石印繼續進行，所印大都是傳教單張或雜件，倫敦會

檔案中現藏有馬儒翰的幾張石印作品，一件是以英文

及多種語文注解的一句〈舊約〉經文，另一件是英國

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繪製的廣州十三行景

色，兩幅都有馬禮遜題識，另外還有一張馬儒翰於

1832年11月底前所印的中韓文並列的傳教單張。（60）

中國印工在協助石印過程中，有些逐漸掌握了

石印技術。現知最早學會石印術的中國人是屈亞

昂，是從馬儒翰學得石印技術的。他原是木刻工

匠，曾前往馬六甲佈道站工作多年，1830年由馬禮

遜施洗成為教徒，自1831年起受僱於倫敦會，協助

印刷傳教書籍，並攜往各地散發。倫敦會檔案中現

收有三件梁發撰文並手寫、由屈亞昂石印的大幅傳

教單張：〈西域古經格言〉、〈功過格之謬〉、〈真

神之由〉，上面均有馬禮遜題識，說是兩人於1831

年所印，這些當是中國人最早的石印作品。1831年

9-10月間，屈亞昂又大量石印三件背面附圖的傳教

單張，攜往廣州沿街散發。1832年，馬禮遜在回顧

他二十五年的工作時曾這樣說：“我現在看到我的

工作的成效了，我們用印小書的方法，已經把真理

傳得廣而且遠，亞昂已經學會了石印術。”

馬禮遜雖然引介石印術到中國，但他並未放棄

鉛活字印刷，尤其在1832年後，馬禮遜從英國訂購

的英式（Albion）印機和活字運抵澳門後，馬氏父子

更是忙於活字印刷而難以專注石印。1834年5月，

馬儒翰印完一位美國商人托印的可能是船貨單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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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文件，成為馬氏父子的最後一次石印。隨着

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的去世，馬氏父子的石印活動

亦宣告結束。（61）

馬禮遜是第一個引介石印術到中國的人。除此

之外，當時在中國比馬禮遜稍晚的還有另外三部石

印機：一部是屬於東印度公司的 ，1829年12月運到

澳門，性能比馬禮遜的更為精良，1830年初即用以

印刷；一部是美國海外傳教會運到廣州供在華傳教

士裨治文等印刷之用的。在1831年馬禮遜父子恢復

石印時，與之過從甚密的裨治文就已注意此事，並在

日記中肯定石印對傳教的益處。（62）在他的敦促下，

美國海外傳教會於1832年10月將一部石印機運到廣

州，《中國叢報》中的地圖就是這部石印機印刷的。

另外一部石印機為英國商人馬地臣（J.W.Matheson）所

有，大約在1833年10月抵華，僱傭一名技術熟練的

孟加拉印工操作，馬儒翰與屈亞昂曾獲其指點。

此外，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在巴達維亞也進行

了卓有成效的石印活動，在1828年7月前他已印出

兩種最早的中文石印本，一是傳教士柯利（David

Col l i e）的學校用書，一是麥都思的《東西史記和

合》。《東西史記和合》排比了自遠古到1820年東

西方歷史上的大事，企圖藉此向中國人顯示除了中

國文明外，世間另有悠久的高度文明。1835年，麥

都思來到中國，在閩浙蘇魯四省作沿海考察時，曾

散發了大量石印本與木刻本書刊。1843年底，麥都

思抵達上海，建立上海第一個基督新教佈道站，創

立墨海書館從事出版印刷，它的出版物雖以中文活

字印刷為主，但傳教書刊卻採用石印。

麥都思之後，在廣州行醫的馬禮遜女婿合信

（Benjamin Hobson）在1849年購得一部石印機，僱

傭陳姓華人印工進行印刷。 1849 年出版《天文略

論》，其中的三葉折圖就是採用石印的。1850年，

合信又出版《廣東方言會話》，以兩人問答的方式，

分十五個主題就中國的宗教、語言、政府、禮俗等

對談，每句中英文對照。其書法娟秀美觀，印刷細

緻，實為初期中文石印本中的上乘之作。1851年，

合信又出版其生理學著作《全體新論》，附有多達

271幅標圖，其中約四分之一石印在七張大折葉上。

這是基督新教傳教士引進西方近代醫學的第一部專

著，對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總起來講，石印術初傳入中國時，由於多用來印

刷一些佈道宣傳品及報刊，影響並不是很大。直到

1879年上海設立點石齋石印書局，將石印術用於中國

古籍的複製，石印術才漸漸興盛起來，甚至取代雕版

印刷，一度成為當時中國最主要的一種印刷方式。但

由於1901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石印科舉用書一律失

去了市場，而且石印術傳入中國時，正值新舊文化交

替的時代，在競言新學的形勢下，石印古籍的銷路亦

大大縮小；再加上鉛印業和洋裝書的發展等原因，石

印術在20世紀初終被鉛活字印刷所取代。（63）

馬禮遜傳入的西方印刷術的影響

近代印刷術以其印版的結構，主要分為三種類

型，即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和凹版印刷。除凹版的

蝕刻銅版印刷術在 18 世紀初由耶穌會士引介到中

國，凸版機械印刷術和平版石印術都是19世紀來華

的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最先引介傳入中國的。

與耶穌會士引介的蝕刻銅版印刷術僅限於宮廷之內並

未在社會上產生多大影響不同，馬禮遜引介的西方印

刷術，可以說“改變了中文複製和圖書生產技術，也

改變了傳統的知識和思想傳播形態”，甚至“是促成

近代中國社會革命性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64）

一、開始了中國出版印刷由傳統到近代的嬗

變。自從7世紀中國發明印刷術以後，木刻印刷一直

居於中國出版印刷的主流，不僅商業書房、私家刻

書，甚至政府刻書也以木版印刷。直到19世紀初，

木刻板印在中國出版印刷的主流地位仍未動搖。這

除了木活字的成本較低、製作相比金屬活字容易

外，木刻板印可以呈現書法藝術，使讀者在閱讀作

品的知識同時兼可欣賞作品文字藝術之美也是一個

重要原因。中國自宋代就發明了金屬活字，而歷朝

士大夫惟喜愛木刻板印，個中緣由大概即在於此。

馬禮遜來華初期，亦深愛中國傳統的木刻板

印，其許多中文著譯都以木刻印刷。後來由於其出

版印刷屢受地方官府的干涉，有些中國刻工、印工

的操守行為讓他覺得難以信賴，尤其是木刻板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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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承印中英文夾排的書刊，終使他認識到鑄造中文

鉛活字才是根本之道。1814年9月，東印度公司為

排印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特派湯姆司來澳門建立

印刷所，從事中文鉛活字的研製，他們僱傭中國刻

工在鋁合金鑄成的刻坯上刻漢字。經過七年時間，

終於用這批漢文鉛活字將整部《華英字典》印刷出

版。它實為中國最早用鉛活字機械化印刷的出版物，

標誌着凸版機械化印刷術的傳入中國。1823年，馬禮

遜返英期間，呼籲為增進英國對中國的瞭解，英國應

成為歐洲第一個造出中文活字的國家。（65）在他的呼

籲下，英國許多造字工廠嚐試鑄造中文活字。倫敦

會傳教士戴爾（Samuel Dyer）遂決定東來，1835年

抵馬六甲，專門從事中文鉛活字的研製工作，“他

將他的一生中的許多時間，都花在刻製和改善中文

金屬合金活字上”（66）。

戴爾1804年出生於倫敦附近的格林威治，少年

時立志成為律師，曾在康橋大學三一法學院學習法

律。 1824 年他加入倫敦會，決定從事海外傳教事

業。因受馬禮遜的感召，決定來東方傳教，先是單

獨跟馬禮遜學習中文，後又進入馬禮遜創辦的東方

語言學校研習中文。在學習中文期間，戴爾受到馬

禮遜一再鼓吹的影響，開始注意中文活字問題。

1827年，戴爾被按立為牧師後東來。他先到達檳榔

嶼，除繼續學習中文、傳教佈道外，從1828年初開

始致力於完善中文金屬活字。1835年，戴爾又轉往

馬六甲，負責印刷所鑄字。經過反複嚐試，戴爾認

為祇有按照歐洲印刷術的方法製造的字範或字模，

才不易損壞，而且可視需要隨時鑄出活字。他說：

“字範是永久性的基礎，祇要一副字範便可以供應馬六

甲、廣州、英國或任何地方的任何活字需要。”（67）他

通過對十四種中文書所用漢字字數的統計得出，需

鑄造1200個常用字的字範。

1833年6-7月間，戴爾得到馬六甲1827年木刻

雕版印刷的中文《聖經》並以此為藍本，僱傭數名中

國工匠開始打造字範。鑒於木質活字容易損壞，戴

爾建議先雕鋼模，再造活字。由於經費昂貴，戴爾

除向南洋、印度和廣州的外人募捐到100鎊，還請求

倫敦會對其計劃予以資助，並保證僅用425鎊便能刻

鑄3000個鋼模。倫敦會總部被其計劃打動，不僅資

助 100 鎊，而且把戴爾的鑄字計劃向英國民眾公

佈，致使戴爾兩年間收到英國各地寄來的捐款達

200 餘鎊。在經費問題得以解決後，戴爾便開始刻

製鋼模。（68）1835年，戴爾報告說正在生產四副活

字，至遲到1838年已經完成3000個字範與字模。

戴爾用鋼模刻製的漢字字型美觀勻稱，沒有“疊積

字”（69）的生硬和不平衡現象。

1839年，戴爾陪同生病的妻子回英國，順道巴

黎參觀了勒格朗用鋼模刻製的中文疊積字。 1841

年，戴爾夫婦再度離英倫東來，1842年3月被派往

新加坡佈道站，從事鑄字印刷，且以鑄造小字模為

主。1843年7月戴爾和斯特羅那克（A. Stronach）牧

師被倫敦會派往當時已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建立佈道

站，卻不幸於1843年10月24日病逝。當戴爾前往香

港時，已完成大字1,540個，尚不到預計的3,232個

字的一半，小字卻祇有300餘字。斯特羅那克牧師繼

承戴爾的遺志，新增製370個字模，1,226個鋼模，

使漢字字模總數達3,041個。（70）到1846年斯特羅那

克牧師離開香港，當時完成的大小字範已累積到 3,

891個。（71）1847年，美國人柯理（Richard Cole）又

繼續戴爾的工作。他是一位熟練的印工兼活字雕

工，因而鑄字的速度加快，1850年時大小兩副活字

都已完成約4,500字，1857年時達到5,584字。字體

清晰文雅，社會需求量很大，小字尤為報紙及出版

家所歡迎。因其製售於香港，又稱為“香港字”。

戴爾在中國近代印刷史上功不可沒。他依照歐

洲活字印刷術原理鑄造的中文活字，從1850年代初

起成為中文印刷市場上最主要的活字，他採取的逐

字打造中文字範字模的作法，為後來的活字鑄造提

供了借鑒，並得以推陳出新，鑄造出美觀、實用的

中文活字。所以，“他奮鬥十餘年的中文活字志

業，確已深深影響此後一百五十年間中文印刷出版

傳播的方式”（72）。

石印術被引介來華後，雖然在初期影響不大，

但自從1879年英商美查在上海申報館外設立點石齋

石印書局，將石印術用於中國古籍的複製，它的獨

特魅力才為中國人所認識。由於石印技術簡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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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印書往往能獲鉅利，受到出版界青睞；而石印

術能保持漢字書法的藝術之美，且印刷清晰，讀者

亦很歡迎，因而漸漸興盛起來。繼點石齋石印書局

後，武昌、蘇州、寧波、杭州、廣東等地也紛紛建

立石印書局，以至於取代雕版印刷術，成為當時中

國最主要的一種印刷方式。其出版圖書範圍極廣，

中國古籍、卷帖浩繁的叢書、類書、科舉用書、新

式教科書以及科技期刊等都以石印印刷。不僅石印

書籍，石印彩畫等也興起。可以說，石印術使西方

近代機械印刷術取代雕版印刷而首次成為中國印刷

界的主導技術，它的興盛促進了中國近代民族資本

主義出版企業的紛紛建立，在近代編輯、印刷、發

行上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石印術的大規模使用

使中國出版界真正進入了近代”（73）。

二、促成了中國近代報刊的創辦和近代出版機

構的建立。一般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擁有報紙

的國家，但是現代概念上的報刊卻是在鉛活字排版

和機械化印刷技術傳入中國後才開始的。馬禮遜和

米憐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通常被視作中文月刊報紙的鼻祖，它雖仍以木刻印

刷，但其中的〈新聞篇〉卻以鉛活字排印，這些鉛字

是馬禮遜委託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湯姆司製作

的，應算是中文報紙與西方印刷術的第一次關係。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之後，1828年創刊於巴達維亞

的《天下新聞》月刊，是最早採用中文鉛活字排版機

械化印刷的中文雜誌。此後西人在華創辦的中外文

期刊越來越多，到19世紀末外國人在中國共創辦近

二百種中外文報刊，佔當時我國報刊總數的80%以

上。（74）不僅西刊先進的印刷技術被中國人自辦的報

紙所採用，而且在編輯、排版、欄目設置等方面也

給中國人自辦的報刊提供了參照。以郭實獵1833年

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該刊為

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種中文雜誌，它

已採用分類編纂方法。其創刊號即將所刊內容分為

序、東西史記和合、地理、新聞，後又增加天文、

煞語、市價篇、史記等，復刊後又增加了雜文以及

介紹西方科技、商務、政治、文化和生物等的篇

幅。這種明顯的採用分類編纂的方式，對以後中國

期刊的編纂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此，我國新聞史專

家方漢奇先生曾指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

編輯方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內容目錄，清晰醒

目，便利讀者閱看。欄目基本穩定，隨着需要的變

化略有改動。在稿末編者有時加上編者按語。這些

做法，後來中文報刊經常採用，但當時還是第一次。

總之，在業務上，《東西洋考》已在相當程度上具有

近代報刊的基本特徵了。”（75）確然如此，中國近代報

刊中經常闢有的編者按語、報刊評論、大小標題的運

用、新聞畫和廣告的插入，新聞採訪報道和電訊欄的

設置等，大多是參照西刊得來的。

伴隨西方印刷術的傳入，中國近現代出版機構

亦紛紛建立。中國最早的一批現代概念的出版社，

即是由來華傳教士創辦的基督教出版社。據研究，

中國最早的一家現代概念的出版社就是1814年東印

度公司建立的澳門印刷所，它是為排印馬禮遜的

《華英字典》而設立的。《華英字典》是一部中英文

兼備的大型工具書，由於採用木刻雕版無法排印，

東印度公司遂派湯姆司來澳門研製中文活字，由此

使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研製成功了中國最早的一

批中文鉛活字。《華英字典》在出版文化上有許多獨

創性，開創了現代出版社在編輯、設計、出版、印

刷等方面的專業技術：首先，《華英字典》採用中英

文鉛活字合排技術，有時中英文上下平排，有時中

英文夾排，而且採用不同的字體和大小不一的字

型，這說明馬禮遜、湯姆司不僅組織漢文鉛活字刻

鑄，同時對漢文活字和英文活字比例的制定、空鉛

大小厚薄的設計、標準的制定和製備、字距和行距

的設計、表格與文字的處理、表格中數碼和文字的

配置、橫直線、註腳線的運用等都做過研究，解決

了排版中的一系列技術問題。所以，《華英字典》

“在版式處理，特別是在中英文合排上起了開創的作

用”；其次，在中文排版上，採取自左至右橫排的

方式也是一個創舉，比中國人採用漢文自左至右橫

排的方式出版嚴復所著《英文漢詁》一書早了八十九

年；第三、《華英字典》也是採用漢文鉛活字排版機

械化印刷的中國最早的一本使用口語化的字典。從

上述即可確定，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是中國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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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現代概念的出版社。（76）此後，墨海書館等接

踵成立，為中國近代印刷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豐富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與形式。首

先，傳教士研製中文鉛活字及從事出版印刷，都有

大量中國刻工、印工參與，這本身已構成中西文化

交流的內容。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的活字製作和

出版活動有許多中國工匠參與：《察世俗》創刊時，

最初的工匠祇有梁發一人，他身兼刻工、印工與裝

訂工，甚至還為《察世俗》撰寫稿件；戴爾在馬六甲

鑄造鉛活字，其字模之完成，也可能得到梁發之幫

助。（77）1816年，馬禮遜又在華增僱三名工匠赴馬六

甲，協助馬六甲印刷所的出版印刷工作；湯姆司在

澳門研製中文鉛活字，也有許多中國人參加，這些

刻字工人中，就有中國第一個新教基督徒蔡高和他

的長兄蔡盧興。馬禮遜附在《華英字典》第一部第一

卷的一則公告提到，《華英字典》的排字工人、印刷

工人、審校人和校對員的職責，都是單獨授與的，

他們祇有得到了那些雖然不懂英文但卻理解這項工

作的本地人的幫助才完成的（78）。這裡顯然說明有大

量的中國人參與了《華英字典》中文部分的出版和審

校工作。同樣，馬禮遜和馬儒翰進行的石印活動也

是得到了阿才、屈亞昂等的協助，甚至遠在賽蘭坡

的馬士曼鑄造的中文鉛活字，也是在幾個中國工人

的幫助下，克服各種困難，經過幾年時間的摸索，

才終於製造完成的。

其次，傳教士創辦中外文期刊和出版書籍，固

然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義，但出於吸引中國人之見，

也把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知識作為

一項重要內容，藉此推動了西學東漸的進程。《察

世俗》雖以“闡發基督教義為根本要務”，但也闢專

目介紹“國俗、天文、地理”。從1819年開始，米

憐專闢〈天文地理論〉，介紹天文學的知識，像〈論

地周日每年轉運一輪〉、〈論日食〉、〈論月食〉、

〈天球說〉等，向中國人介紹了地球運轉、日蝕、月

蝕等科學知識。在地理知識方面，《察世俗》中的

〈全地萬國紀略〉將地球劃分為歐洲、亞洲、美洲、

非洲四大塊，介紹了許多國家的情況，包括京城、

人口、人種、政治制度、物產和語言。麥都思在

《察世俗》連載《地理便童略傳》，介紹了中國、印

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德國、英國、美國等

的疆界、範圍、物產、人口、宗教等，還附有四幅

地圖，即世界全圖、中國、亞洲和歐洲地圖各一

幅，1819年作為單行本出版，成為教會學校的教科

書。（79）〈天下新聞〉的主要內容除宗教外，中外新

聞、科學、歷史等內容也是其刊載的重點。郭實獵

坦言其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目的就是向中

國人展示西方文明。他說：

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迅速發展，消滅愚

昧和無知之時⋯⋯祇有中國人仍像過去幾千年

間那樣停滯不動。雖然我們與他們交往已久，

但他們仍認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視為“蠻

夷”⋯⋯這個月刊的出版就是為了消除中國人

的這種高傲心理，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藝術、

科學和工藝⋯⋯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蠻夷”，

希望通過展示事實使中國人相信，他們還有許

多東西要學。（80）

鑒於此，《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登了大量西方文

明知識，涉及歷史、地理、新聞、宗教哲學、自然

史、天文、工藝藝術、應用科學、商業貿易、文學

及其它各類內容，尤其所刊載的有關地理知識的文

章，更是影響巨大。它闢有“地理”專欄，在已見到

的三十九期《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除了六期，

其餘各期都刊有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文章，共計三

十五篇，主要介紹了東南亞、南亞、歐洲各國，還

有南極、埃及、好望角和北美各一篇，世界地理全

圖之總論和列國地方總論各一篇。《東西洋考每月

統記傳》所傳播的世界地理知識在中國產生了深遠

影響，誠如黃時鑒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說利瑪

竇、艾儒略、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17、18世紀掀起

了在華傳播世界地理知識的第一波，那末郭實臘、

禕禮哲、慕維廉、俾士等新教傳教士便在19世紀中

葉推逐了它的第二波，而第二波則正是從郭實臘在

《東西洋考》上連續發表世界地理文章開始的”，第

二波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為深遠，產生了一些全

新的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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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等，“從學

術上看，正是這第二波世界地理知識的傳播導致了

這些新的地理學成果的出現”（81）。此外，《東西洋

考》還以各種形式介紹了歐美政治制度如英國議

會、美國國會，西方報刊及郵政系統等方面的知

識，並刊載了西方一些著名人物的傳記，如拿破

侖、華盛頓等。其中拿破侖為中文傳記中第一次出

現的歐洲歷史人物（82），這兩位外國英雄事蹟的介

紹，對於當時探求救亡自強的中國志士是一個巨大

鼓勵，給長期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的中國人

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在一定

程度上對中國人起了啟蒙作用。

馬禮遜還在《廣東紀事報》上發表〈印刷自由論〉

一文，闡述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觀念，強調所有人均

得享有發表及印行自己意見的自由，政府無權減縮

或干涉人們知識的溝通，除卻最危險的罪犯外，無

一人所用的紙、筆、墨可被剝奪去。而印刷機者，

可令人之心靈，雖有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仍能交換

思想，對有理性的人提倡精神享受的貢獻，而禁止

書報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賦的人權。（83）這不僅宣揚

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而且傳入了出版自由、民主的

觀念。

傳教士出版的書刊在促成西學東漸的同時，對

中學西漸亦極具意義。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給廣

州辦事處的通知明確指出，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

如果有空檔，則無妨印一些“有用的”出版品，例如

語言、歷史、風俗藝術、科學等足以增進歐洲瞭解

中國的圖書。（84）澳門印刷所未負董事會所望，在其

存在的近二十年中，共出版有關中國語言、文學、

歷史、風俗、藝術等圖書十九種，它們為西方人瞭

解中國提供了大宗資料。以給外國人尤其是來華傳

教士學習中文提供幫助為初衷而編撰的《華英字

典》，富含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哲

學、政治、風俗、禮儀等方面的內容，實為一部關

於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這使傳教士在學習中文的

同時也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瞭解，《華英字典》因此

在歐美漢學界享有盛譽。1817年5月，由馬禮遜和

米憐創辦的英文季刊《印支搜聞》特別注重有關中國

的報道，二人既把它當作擴大恆河外方傳教計劃的

一個工具，也把它看成一個有關漢學的重要刊物。

其傳到歐美後，在學術界尤其漢學界產生了很大影

響，迄今仍得到歐美漢學家的很高評價。（85）儘管由

於時段和篇幅所限，我們無法盡數枚舉馬禮遜等傳

教士出版的書刊所產生的中學西漸的影響，但僅據

上述所論足可窺見一斑。

總之，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導致了中國近代

報刊的創辦及出版機構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進程。所以，“儘管西方傳教

士的目的主要在於傳教，但客觀上，它無異向當時的

中國出版業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

液，使得中國出版業開始了它的近代化歷程。”（86）而

這一切，馬禮遜的先驅作用不容被忽視。

【註】

(1) 關於基督教新教入華時間，學術界尚存異議。龍基成主張新

教傳入中國應以17世紀荷蘭新教傳教士在臺灣土著人中傳

佈為始，見〈基督新教在中國的最早傳播——17世紀的荷蘭

傳教士與臺灣平埔族〉，載《文史知識》1990年第2期；但

大多數學者認為以1807年馬禮遜來華為起始。美國學者保

羅．科恩認為：“不算17世紀中葉荷蘭新教徒在臺灣傳教

的失敗在內”，主張馬禮遜為新教來華第一人，見費正清：

《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上

卷，頁604。

(2)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見《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7卷，頁427。

  (3)(4)(5)(7) 裴化行：〈歐洲著作之漢文譯本〉，載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中華書局 1956年版，頁

196；頁196；頁194；頁194。

(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序言，劉祖慰

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頁329。

(9) 何步雲：〈中國活字小史〉，載《出版史料》1991年第四期。

(10)（日）周田久長：《活版印刷史》，轉引自張秀民、韓琦：

《中國活字印刷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147。

(1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

版，頁79。

 (12)(13)(15)（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

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2；頁21；頁21。

(14) 裴化行：《歐洲著作之漢文譯本》，載馮承鈞譯：《西域南

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頁198。

(16) 劉俊余、王玉川譯：《利瑪竇全集》（1），臺灣：光啟出版

社1986年版，頁17-18。

(17) 見拙作〈陸若漢與明末西洋火器東漸〉，載《文化雜誌》中

文版第44期。

(18)〈日本教會史〉（下）第二卷第七章，頁100-101。轉引自張

秀民、韓琦：《中國活字印刷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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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頁158-159。

(19) 蘇精：〈基督教中國傳教事業第一次競爭〉，《馬禮遜與中

文出版印刷》，頁145-147。

(20) 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馮承鈞譯：《西域南

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中華書局1956年版，頁69-183。

(21)Will iam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 t  Protes tant

Mission to China, London, 1842, p.31.

 (22)(23)(24)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11-12；頁

14；頁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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